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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堂晋墓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姬堂社区居民委
员会彭山北坡，长期以“姬堂晋墓”之名为学界
所熟知。1994 年，广州市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发
现并遭到破坏，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今广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随即于同年 6 月、11 月及
1998年7月分三次对M1、M2、M3、M4进行了
抢救性发掘。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工作在 2023
年重启。2025 年 《姬堂晋墓》 终于面世。该书
是姬堂晋墓考古工作最为全面的展示，是广东六
朝考古领域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该书体例严谨，内容翔实。除却序言和后记
外，主体部分包括概述、墓葬与遗物综述、一号
墓、二号墓、三号墓、四号墓和结语，后有附表
和附录。行文以墓葬编号为单位，逐一介绍墓葬
形制、出土器物，结语部分对墓葬年代、墓地性
质与墓葬等级、丧葬习俗、手工业问题、墓葬的
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在附
表、附录中，出土珠饰化学成分分析、出土与采
集陶瓷片物理化学测试和木质遗物的材质分析体
现了姬堂晋墓多学科考古的重要应用。“麦英豪
对M3出土金属器的处理意见”和“拆砖日记中
手绘标本砖线图”的纳入已然成为姬堂晋墓学术
史的一部分。值得称道的是，大量器物照片的运
用使得读者获得了极佳的观感，尤其是器物微观
信息的保留，充分体现了整理者和拍照者对器物
细节的把控，极大地丰富了文字内涵。

此外，正文采用大量发掘现场照片，很好地
弥补了发掘资料（M1、M2线图）缺失问题，这
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使得墓葬形制的细节特征
得以有效保留，这些照片的保存和使用无疑是弥
足珍贵的。当然，这也为考古工作者在资料的记
录和保存等方面提出了警醒，在利用多重记录手
段，增加照片、视频的拍摄与存储的同时，更要
加大资料保存力度。

尽管发掘者在后记中特别强调“因发掘资料
不全，所以并没有冠以‘考古报告’四个字”，
但从其完备的编写体例、严谨的逻辑和系统的资
料公布来看，《姬堂晋墓》已然是一部具备完整
性和规范性的考古发掘报告。姬堂晋墓之所以重
要，在于它为百年以来广东六朝考古提供了最典
型的年代标尺。

广东六朝考古工作发轫较早，可追溯至
1928 年商承祚对广州员村晋墓的调查工作和
1931 年黄花考古学院的胡肇椿对广州西郊大刀
山晋墓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以上两次工作使得
岭南成为中国最早进行六朝考古的工作地之一。
1949 年以来，广东六朝考古工作伴随着大规模
的基本建设工作次第开展，已公布清理六朝墓葬
约600座，尚有大量未发表材料藏于省、市、县
博物馆之中。与其他省份相比，广东六朝墓葬缺
乏更为可靠的墓志、买地券等准确纪年材料，不
得不依靠纪年砖信息，使得纪年砖墓成为广东六

朝墓葬年代判断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目前可统
计的纪年砖墓仅有 50余座，而西晋纪年砖墓约
10座，主要分布在韶关、广州两地，其中，墓
葬保存相对完整、随葬器物丰富的仅有广州皇帝
岗M31 （永嘉三年）、桂花岗M5 （永嘉五年）、
孖岗“永嘉七年”墓、沙河顶“太熙元年”墓
（年代尚有争议）、乳源莱山ⅡM11 （元康元
年）、ⅢM2（元康五年）等少数墓葬。

非常幸运的是姬堂晋墓 M1、M2 不仅有清
晰的“永嘉元年”（307 年） 纪年砖，还随葬有
丰富的器物，其中M2出土的灶 （M2：11）、瓷
六耳罐 （M2：4）、印纹壶 （M2：5） 等器物未
见或少见于以往的发现。这批资料极大丰富了西
晋时期广东的器物组合关系。

此批材料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广州沙河顶
“太熙元年”墓的年代问题提供了关键比照。沙
河顶“太熙元年”墓因砖文模糊，器类特征缺乏
有效对比，从而形成了西晋、东晋两种不同的学
术观点。姬堂晋墓M2出土的青瓷罐、碗、盅、
簋、耳杯托盘以及陶灶、灯等模型明器与之最为
接近，因此，将沙河顶“太熙元年”墓定为西晋
时期更具说服力。

姬堂晋墓在墓葬形制上展现出了多元的特
征，对重新审视广东六朝时期墓葬形制演变具有
重要意义。该批墓葬在年代相近的同一墓地内出
现了长方形墓 （M1），中字形墓 （M2） 和中字
形带耳室墓 （M3） 三种，其中中字形墓及中字
形带耳室墓可以看作是广州东汉墓的延续，而
M1所见的长方形墓是目前所见广东六朝时期最
早的，很可能是受到长江流域影响，与墓主的身
份、社会背景等有密切关系。

广东两晋墓葬中能明确身份信息的不多，

M3 墓出土的“牙门将宣威将军武猛都尉关内
侯”铭牌，这是继广州流花桥72北牌M002（大
兴二年） 出土“部曲都印”印、龙生冈 53东龙
M030 （东晋） 出土“部曲将印”印、韶关医疗
器械厂“隆和元年”墓“弘乡亭侯”印和肇庆
坪石岗泰宁三年墓“苍梧广信侯”墓砖后又一
重要材料公布，为研究两晋时期广东的职官、
爵制及军事组织在地方社会的实施情况，以及
探讨广东“晋制”及葬仪等级提供了极为珍贵
的材料。

报告成就显著，然在细节处理与结论推敲
上，仍有可商榷之处。

关于出土遗物的分类。执笔者将各类器型
依材质将陶模型器、日用陶器同时与青瓷器、
金银器、铜器并列的划分明显不妥，应首先统
归于“陶器”大类之下，再按照功能划分为

“模型器”与“日用器”。如此，更具有层次性
和系统性。

关于M3的年代判断。报告将M3年代定为
西晋早期，主要依据是墓葬形制延续了东汉后
期特征，且部分器物与 M1、M2 有诸多相似之
处，并指出M1所出青瓷盆、洗可能模仿了M3
铜器，加之M3铜镜具有孙吴西晋特征。然而，
此论断或可再议。从墓葬结构上看，中字形带耳
室砖室墓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存在，可延续至
东晋时期，如沙河顶“元熙元年”墓、佛冈民安
晋墓、肇庆坪石岗东晋墓等。从器物类型学上
看，M3 出土了关键器物——青瓷大碗 （M3：
38），其特征与M1：采 15、M2：采 5两件大碗
（口径在 10厘米以上） 有明显区别，M3：38口
沿下方有一道粗凹弦纹，而 M1：采 15 和 M2：
采5则饰有多道凹弦纹。参照广东地区已发表的
纪年砖墓材料，口沿多条凹弦纹青瓷大碗见于
西晋，如乳源莱山ⅡM11、沙河顶“太熙元
年”墓，而单道粗凹弦纹则仅见于东晋早期阶
段，如韶关小茶山 M13：14、肇庆坪石岗M1：
24等、广州流花桥M2：2等。因此，结合器物
演变序列，将M3的年代下限后移至东晋早期更
为稳妥。

沉甸甸的《姬堂晋墓》为广东六朝考古建立
了更为坚实的年代学支点，更以墓葬形制的多样
性、器物组合的丰富性及墓主身份信息的特殊
性，深化了我们对两晋时期岭南地区社会文化、
丧葬制度及南北文化交流的理解。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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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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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复旦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华
早期文明跨学科研究计划”书系之一，陈
淳教授的新著 《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法》
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
2007年《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基础上的
修订与拓展，补充了近20年来中外文明探
源的新进展。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持续推
进、文明标准众说纷纭的当下，这本著作
的出版恰逢其时——它试图回答一个基本
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地探索文明
的起源？

在2007年《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
序言中，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借用王国维
有关中国学术三个时代的观点，提出我们
当前仍处在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的“受动时
代”，尚未进入“能动时代”。陈淳教授的
工作，正是试图在这个“受动
时代”里，呼吁中国学界将探
源工作从编年史学转向科学研
究，即在讨论物质文化标准和
重建古史的同时，重视社会进
化论与复杂化过程的范式转
向。这需要重视高层次理论的
建设，增强方法论的科学性与
多学科整合，以及问题导向的
信息提炼。

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既不
是简单的中西比较，也不是照
搬西方理论，而是试图“弥合
中外学界在这个战略性课题上
的隔阂，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
一个参照系”。作者数十年来
致力于将欧美考古学理论系统
引进中国，从《考古学的理论
与研究》（2003） 到 《考古学
前 沿 研 究 ： 理 论 与 问 题》
（2016），从《文明与早期国家
探源》（2007） 到这本新著，
还有诸多译著如《考古学：理
论、方法与实践》和《国家与
文明的起源》，其学术追求一
以贯之：推动中国考古学从材
料整理走向理论阐释，从经验
直觉走向科学实证。

《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
法》全书除结语外共有六章。

第一章“概念与标准”梳
理了文明的标准、概念和定
义。在文明探源的课题上，

“文明”这个术语一直有不同
标准和定义的争论，陷入了观
点不一和各执己见的困境。作
为一项科学研究，概念是学术
的基本单位，以便将研究对象
转变为可观察之物。概念也是
对事物的准确称呼，是理解的开始。文明
探源必须在统一的定义下进行，当下国际
学界普遍认可的“文明”标准是地域关系
取代血缘关系与官僚政府和早期国家的形
成。这不是个人立场与价值观之争，而是
社会科学理性探索的共识。

第二章“认识论与方法论”认为，作
为求知的理论，人类认识世界大体存在两
种对立的认知途径。一是经验主义的认识
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用。二是理性主
义，它强调用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
性。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理性主义的认识
论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论，前者凭借直觉、
常识和经验的归纳。后者强调科学应该超
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
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实证主义以
理论为先导，探讨现象背后的潜因。所
以，科学理论与实证主义方法密切相关。
这章讨论了中国二重证据法与实证主义方
法的区别，并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进行了
思考，最后概述了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和
历史学范式的转变。

第三章“进化论与理论的发展”讨论
了社会进化论的发展，这是社会变迁的规
律性或通则性探索，是文明探源的指导思
想。我国文明探源主要囿于文献导向的证
经补史，鲜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美国
新进化论引入中国后出现了水土不服，认
为其抽象概念无法与中国的考古发现对号
入座。于是，有些学者弃用“酋邦”而代
之以“古国时代”。但是诚如作者所言，由
于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自己的社会进化理
论，所以“古国时代”与“酋邦”在概念
和研究对象上无法相提并论。这需要我们
深入了解社会发展规律与具体史实之间的
区别。这一章还介绍了与社会进化和等级
制有别的另类视角——平序/异构，在关注
社会纵向等级分化的同时，也要重视横向
无等级的网络状复杂性。

第四章“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主要理

论”具体介绍了国家起源的
几个重要理论，它们试图解
释 文 明 和 国 家 起 源 的 推 动
力。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到，
早 期 的 理 论 基 本 上 是 单 因
论，将某种原因看作是文明
起源的主动力。单因论的缺
点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
并有陷入某种决定论之虞。
现在学界普遍认同文明起源
的多因论，认为文明起源有
一批重要的因素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在不同地区的不同
文明之中，这些因素所起作
用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
于是，系统论就比较适合这
种多因论的探索，将社会系
统分为几个子系统，从这些
子系统的互动和运转来探讨
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原因。这
种系统论解释还能够通过电
脑模拟来加以检验。这一章
后面还介绍了从线性发展转
向网络关系，以及从比较视
野了解多种政体发展路径的
必要性。

第五章“社会复杂化与
文明探源”从人口、聚落形
态、手工业专门化、宗教艺
术四个方面，讨论了考古研
究如何从物质文化观察社会
复杂化的文明进程。文明起
源 是 社 会 逐 渐 复 杂 化 的 过
程。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不
仅 要 了 解 它 们 何 时 何 地 诞
生，还要了解它们是如何从
原始平等社会演变而来的。

过去许多用来定义文明的要素，如城市、
冶金术和文字，都需要从其产生的背景中
去考察它们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分析它
们的社会功能，这才是探源的关键所在。

第六章“方法互补与比较研究”提
出，当下国际文明探源的趋势是注重将一
般性与特殊性目标相结合的比较研究。这
是因为学界认识到，单纯的通则性 （理
论） 研究和特殊性 （史学） 总结都有其优
缺点。通则性解释往往过于一般，而且从
某个文明得出的规律性解释并不一定适用
于其他文明。于是，学界开始进行跨文化
的比较，同时关注一般性的通则和特殊性
的文化异同，以便更详细地了解各种社会
文明化过程的多样性和不同路径。本章借
鉴“秘鲁维鲁河谷”“古埃及”以及“二里
头与夏文化”三例个案，比较了中外早期
国家探源的考古学实践。结语部分对中华
文明探源的现状作了思考，对迫切需要更
新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方法提出了建议。

这本书反思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文明探
源，认为它基本是一种经验和直觉研究，
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就是“利用史实的
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
主观判断”。其缺点是没有理论指导；缺乏
科学性；认识上依赖直觉，方法上依赖经
验主义的归纳和总结。转向科学探索，我
们需要克服传统方法的缺陷，学会用严谨
的实证方法，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多学科
交叉，通过各种证据链来进行逻辑推理，
探究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用海量考古材
料来重建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法》根据国际学
界的通行范式，为我们探索这个世界性议
题提供了一个参照。它提醒我们，中华文
明探源不必以证明文献的“信史”为最终
鹄的，而是要重建古代社会如何生存、如
何组织起来、如何从平等状态向国家社会
演变的“整体史”。它也不是争夺民族主义
话语权的自吹自擂，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必由之路。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
人文科学跻身世界主流的三个建议：跳出
中国圈子，彻底了解学科主流的关键问
题；了解研究中国的材料是否对全人类的
问题有所贡献；用世界学者看得懂的语言
把自己的贡献写出来。这本书就是朝这一
方向努力的初步尝试。中华文明探源亟须
社会进化理论的指导并提高研究方法的科
学性，从材料整理走向理论阐释，从经验
直觉走向科学推理，以便从“受动时代”
走向“能动时代”，最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
究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陈淳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2月

《庙底沟与三里桥》中文版本的第一版出版
于1959年9月。由于庙底沟遗址与三里桥遗址在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重要地位，这部报告
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0
年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波西尔
和美国自然博物馆的瓦特·费尔赛维思博士，在
征得当年发掘和考古报告编写的主持人安志敏先
生同意后，合作翻译了 《庙底沟与三里桥》 一
书，准备出版中英文双语版，并约请张光直先生
写了序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 2011
年，这本书的中英文双语版才得以出版。出版
时，仍采用了张光直先生在 1980年为该书写的
序言，并由陈星灿先生译成了中文。

张光直先生在序言中称：“《庙底沟与三里
桥》，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陈星灿先生在后记中称：“《庙底沟与三
里桥》是第二部被美国考古学家翻译的中国考古
报告，至今还经常被人引用，其在中国考古学史
上的价值毋庸赘述。”（第一部是《城子崖》）

在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的一期文化，属于
仰韶中期的文化；二期文化，则属于河南龙山文
化早期文化。在三里桥遗址发现的一期文化属于
仰韶晚期的文化；二期文化，则属于典型的龙山
文化。这两个重要发现，对于之前所谓的仰韶文
化在西、龙山文化在东的二元对立说，起到了颠
覆作用，并证明了：在河南地区，这是两种时间
上相连续，是“经历了自身内在发展和变化的历
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前身”（张光直先生曾述）。而
庙底沟二期文化，正是它们二者之间的过渡期和
分界线。当时，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如张光直、安
志敏、石兴邦、许顺湛撰文提出，中国的史前文
化不仅是土生土长的，而且是连续发展的。许顺
湛先生称它们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两块“金字招
牌”。这一结论，终于使似乎分割的、以大中原
地区为主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链条，得到了
有机的连接。

以此为肇始，国内外考古界经过 60 多年
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腹心地
区——豫西、晋南和关中的大中原地区发现了
众多庙底沟类型的文化，从而使上述结论不仅成
为公认的事实，而且，庙底沟文化，这种以农业

革命为动力的史前文化，如星星之火，其影响范
围北达长城脚下，南抵江汉平原，东到海岱地
区，西至甘陇，几乎传遍了大半个中国。这种文
化在宗教、农业、礼仪、建筑、手工业、艺术、
文字等诸多元素，已达到了文明发展的鼎盛时
期，且延续不断，传承至今。

由于区划调整和城市发展的变化，今天的庙
底沟遗址已经属于三门峡市区的一部分，三里桥
遗址基本消失。所以，2002 年 5 月到 2003 年 10
月进行的庙底沟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就以《三门
峡庙底沟》命名。与第一次发掘报告相比，有以
下几个特点：

发掘揭露面积大 （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为
4480 平方米），地层关系丰富，出土文物类型
多、数量多，不仅丰富了第一次发掘的内容，而
且考古成果也更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发现
了西王村文化。庙底沟遗址作为一处重要的仰韶
文化类型遗址，不仅在中期特点鲜明，而且延续
到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延续性、发展性。窥一斑
而知全豹，这是其他世界文明所不具备的。这种

特性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魅力所在，在庙底沟遗址
就是最好的佐证。

发掘出土的彩陶 1500 多件，为向公众宣传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些复原的彩陶先后在三门
峡市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庙底沟博物馆、
山东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长沙博物馆、陕西历
史博物馆展出，不仅宣传了庙底沟，也宣传了三
门峡。

出土不仅彩陶多，而且地层关系简单清
晰。通过对不同地层出土文物和地层关系的分
析，可清晰地划分时代脉络，看清文明发展趋
势。该报告将考古发掘的地层信息详细记录并
与出土文物对照，不仅延伸了庙底沟遗址的时
间历史轴线，而且丰富了仰韶文化庙底沟同类
型遗址的资料。

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以泥质黄褐陶、夹砂
红褐陶为主。彩陶以钵、盆为主。陶器上多可以
看出制作痕迹，部分石器也有红色的颜料痕迹。
这些痕迹基本可以复原庙底沟遗址陶器的制作流
程。这不仅体现出考古人的学科水平，更是研究
庙底沟古人社会生活和制陶技术的实物资料。

“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
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
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
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门峡庙底沟》同《庙底沟
与三里桥》一样，“无疑将有
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经典之
列”（张光直先生曾述）。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
虢国博物馆）

《三门峡庙底沟》
编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
古系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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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博豪

双璧同辉：从《庙底沟与三里桥》
到《三门峡庙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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